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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打土豪」是紅軍早期取得軍需的主要途徑，但其過程如何，現存研究卻大

多語焉不詳。在通常的想像中，「打土豪」就是中共革命者領導群眾一哄而上，肆

意搶奪地主豪紳的財物。本文通過梳理1920至1930年代紅軍「打土豪」的種種細

節，重返革命的實踐現場，發現「打土豪」的過程粗暴卻不簡單，在某種程度上，

它充分展現了中共革命的精緻性與殘酷性。就結果而言，「打土豪」固然為紅軍提

供了糧食，為革命激發了人心，但也有一些隱秘的弊端及限制。儘管這些弊端和

限制在起始階段並不明顯，但隨着革命的持續推進，依靠「打土豪」籌集糧食的方

式終究是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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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曾有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1但對任何一個革命者來講，

總是要先吃飽飯才能幹革命。古代兵家也常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之說，這

對於造反者來說同樣重要。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轉向武裝暴動，組建中

國工農紅軍（紅軍），以游擊戰再次起家。紅軍出其不意的作戰方式常被後人

稱道，但對於部隊如何獲取糧食的相關問題卻較少被詳細論述2。在一般的

認知中，紅軍籌集糧食的方式就是「打土豪」——革命者領導群眾一哄而上，

肆意搶奪地主豪紳的財物。事實上，「打土豪、分田地」，確是紅軍最為嘹亮

的口號，甚至到後來，人們一提及紅軍便會不經意地帶出這句話3。其實，

強調「打土豪」，一方面暗示着革命的解放作用，隱喻着其正義性；但另一方

面也遮蔽了革命的壓迫性，尤其忽視了戰爭對人們日常生活構成的重負。

就「打土豪」而言，目前的研究還有深化的餘地。黃道炫、張鳴等人已經

注意到「打土豪」帶來的一些弊端，如不分貧富地亂打，造成「赤白對立」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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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渙散等問題。此外，把「打土豪」作為籌集糧食的方式，也面臨着難以為繼

的困境4。本文將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推進，主要圍繞着紅軍糧食的籌集、群眾

動員等問題展開探討。此外，關於「打土豪」的諸多細節，目前研究還未完全

澄清。例如，土豪如何打得到？通常情況下，聽聞紅軍到來，土豪或遠遁他

鄉，或龜縮家門，決不會坐以待斃。又如，紅軍初來乍到，如何甄別出地主土

豪，並從中撬出錢財來？本文將以問題為導向，重建「打土豪」的歷史場景。

一　並不成功的開端

國共分裂後，中共轉向武裝鬥爭是很倉促的。以1927年8月的「南昌暴

動」為例，此前就無通盤謀劃，紅軍部隊匆匆南下廣東後，因國軍圍剿，加之

糧食匱乏，士氣低落，兩萬餘人的部隊基本瓦解。部隊路過廣東時，海陸豐

蘇區政府就觀察到，士兵「軍衣已溶爛了，軍氈、雨笠、草鞋幾乎全部沒有，

天復下雨而且冷若嚴冬，加以戰敗之兵睡眠給養的缺乏，致精神異常疲乏，

沿途丟下的不計其數，慘狀實難形容」，「長官以至一般群眾所表現的都是失

望，他們一致咒罵革命委員會，說他只會吹牛，不管他們死活」5。

不難看出，因軍需供應不濟，紅軍部隊遭受着嚴重危機。據時任參謀長

劉伯承報告，部隊出發時攜帶銀洋及紙幣約三十萬。起始，紅軍將領以王者

之師自居，「認徵發為羞恥事者」，但銀洋很快用完，紙幣難以使用，於是不

得不設法籌措款項以獲取糧食6。當時有兩種意見，一是舊式的，即普遍攤

派，向所有民眾徵收；二是新式的，即從「階級革命」的理念與原則出發，僅

向地主、富商勒索款項7。若考慮到此前的工農運動，就會發現中共新的籌

款思路與國共合作時期的「打土豪」頗有相通處——兩者的目光都聚焦在「劫

富」上。由此可見，階級革命在兩黨中確有一脈相承的地方。當然從歷史上

看，「劫富」並不稀奇，中國歷代農民暴動無不有「劫富」的傾向。但中共的特

別之處在於引入了階級革命的理念，並成功以新詮舊，從而把「劫富」正當

化、革命化。

然而，新的籌款辦法並未得到普遍認可，領導者在兩種籌款方式中爭論

不休，游移不定。李立三後來在《中央通訊》上發文講述此間的過程稱，譚平

山、林伯渠等主張普遍攤派；徐特立、惲代英、周恩來等主張向土豪士紳罰

款。從階級革命的視角看，新辦法的理據十分充足，若普遍攤派，則很容易

剝削貧苦百姓，有違階級革命的理念。對這一點，譚、林等人無法反駁，因

此最後決定以「打土豪」的方式籌集糧食。然而，新辦法實踐起來卻遭遇到很

大困難。部隊經過的贛東一帶，因為此前沒有爆發過農民運動，所以農民群

眾對中共較為疏離，而沒有農民的幫助與檢舉，初來乍到的軍隊在短時間內

很難辨別出誰是地主豪紳，「而舊的方法確可以籌到少數的現金」。鑒於此，

譚甚至提出「只要有錢，不問政策」。在現實的困境面前，主張「打土豪」者，

如周、徐等人也不得不妥協。因此，在籌款問題上，中共雖然有新的設想，

但一時間還尚難除舊布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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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中共領導者關起門來討論用何種方式籌款時，那些遭受飢餓、

手持刀槍的士兵早已自行其是。李立三曾隱晦地提及，從江西臨川至瑞金，

軍隊籌款無一定之規，場面極為混亂9。而當時在政治部任秘書的焦其愷則

直言不諱：「兵士任意放槍及亂打民雞〔士兵用槍打百姓家的雞〕者過處皆

是」，其中賀龍統屬的二十軍最為惡劣bk。焦所言不虛，當時在二十軍任教導

隊長的趙輖也有類似的觀察。他看到許多官長及士兵因飢餓難忍，便將老百

姓的瓜果雞鴨搶來充飢，因此惹起老百姓的惶恐與討厭，「所以後來每到一個

地方，簡直是十室十空了」bl。此外，當時在二十軍任師長的周逸群也曾報告

稱：「軍紀非常不易維持，以致沿途拉夫鳴槍之事時時發現。」bm但很多年

後，賀龍在追訴這一段往事時，卻聲稱部隊紀律極為嚴明，「經常是餓着肚子

行軍，也沒有隨便吃老百姓的糧食」bn。與賀龍不同，時任警衞隊班長粟裕的

回憶就與前人所言較為接近，稱在轉移的路程中，破壞紀律、敲詐勒索、搶

劫財物等情形時有發生。有的士兵在酒樓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

的闖進當鋪，把手榴彈往櫃台一放，故意把導火索掏出來，喊道：「老闆，稱

稱有多重，當幾個錢零花。」bo比照當時諸多有關「南昌暴動」的報告，粟裕的

回憶應該更貼近實相。

後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領導的部隊獲取糧食的方式，也大致與

此類似。早期革命領導者雖有「打土豪」的意識，但囿於種種實際的困苦情

形，都不得不衍生出其他變通的方式。如彭領導的部隊，就曾挨家挨戶搜刮

糧食，以致百姓聞風而逃bp。毛領導的部隊也有類似情況。據陳士矩的回

憶，1927年9月「秋收暴動」後，部隊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經常發生；雖然宣

布了紀律，但因環境艱苦，「戰士們肚子餓了，拿老百姓一個紅薯，一個雞蛋

莫樸的油畫作品《清算》（1948）以鬥爭地土豪紳為主題。（圖片來源：莫樸：《莫樸畫集》〔杭州：浙江美術學院

出版社，1993〕，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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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還很多。向地主土豪籌款，大家亂拿一陣，有的還拿到貧農和小商人

頭上去」。所以，「每到一處，老百姓往往是十室九空，除留有少數老年人以

外，很難見到青壯年人」bq。

雖然革命隊伍在發迹階段有很多擾民事例，但在政策導向上，中共一直堅

持「糧食須出自地主豪紳」的原則。1927年12月，中共中央給朱德部隊的信即

指示：「你們隊伍一切的給養，均應從豪紳、官吏、財主、地主身上着想。」br 

1929年9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去信，也是指示軍隊的糧食應出自沒收地主豪

紳的財產bs。到後來，「打土豪」基本成為各軍共識；各地方部隊向中央報告

時，也都以「打土豪」為標榜。

需要稍稍申論的是，中共在籌集糧食問題上決意用「打土豪」的方式，一

方面與階級革命的理念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共所處的「造反者」位置有關。

較之北洋軍閥及國民黨軍隊，早期紅軍並無固定地盤，一直被國軍圍剿，多

數時候是流動作戰，基本上是靠山吃山，因此不可能像佔據一定地盤的部隊

那樣實行普遍攤派。況且，對被圍剿的軍隊而言，行動迅速敏捷非常關鍵，

因不能多作停留，所以就必須盡可能縮短籌集糧食的時間。鑒於此，「打土

豪」無疑是最佳選擇，畢竟土豪的財富較為集中，便於短時間內獲取；若普遍

攤派，顯然費時費力。另外，將土豪的部分財物散發給貧民，也能進一步激

發革命熱情，可謂一舉兩得。

二　技術手段的豐富與完善

中共確立「糧食須出自地主豪紳」的原則後，儘管軍隊擾民的現象並未絕

迹，但基本共識確已建立。現存研究談及「打土豪」，多注重闡發其革命意義

（且基本上以正面描述為主），對「打土豪」本身的具體運作卻語焉不詳。事實

上，「打土豪」涉及諸多生動的細節。一般而言，土豪是不會坐以待斃的；即

便革命軍抓住他們，也需有辦法從其身上撬出錢財。像「南昌暴動」部隊起初

就打不到土豪，後來隨着革命經驗的豐富，中共才發展出一套對付土豪的方

法。「打土豪」涉及到的種種細密情節，充分展現了中共革命的精緻性。

在起始階段，「打土豪」純粹是以力取勝，即每打到一個地方，便大肆洗

劫當地的有產者。如紅五軍黨代表滕代遠回憶1928年7月的「平江起義」時就

提到，部隊開往井岡山途中，「沿途攻下萬載縣城，佔領宣風等大市鎮，物質

上得到了大的補充，全體戰士們都是每人頭纏布匹，穿有各樣各式的衣服，

也有戴禮帽的，穿馬褂的，毛大衣的，西裝的。每人領得的零用錢及分得伙

食尾子，至少在一百塊大洋以上，準備了上井岡山去與紅四軍會合，去過太

平年」bt。這裏的描述其實很好地展示了革命軍因「打土豪」而「集體狂歡」的

景象。但像這樣打下一座城池，瞬間發橫財的機會並不多；更為普遍的情形

是軍隊進入鄉野後，針對個別土豪，一點點從中撬出錢財來，而這就需要縝

密的技術工作。

通常情況下，紅軍「打土豪」的方式是先佔據縣城，然後把部隊分散成若

干小分隊，再派駐到各鄉村去籌款，與此同時也做一些群眾工作，即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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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籌集錢財。事實上，「打土豪」與發動群眾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1931年

初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紅十二軍在閩西一帶籌款，時任連指導員的張南

生詳細記載了這一段時間他「打土豪」的過程。閱讀張的日記，可以很生動地

感受到紅軍「打土豪」的「節奏」。

張南生作為連指導員，是「打土豪」的主要負責人。1931年1月14日，他

帶領連隊先是在江西上西捉到土豪三名，沒收銀器2斤，光洋9元；15日，轉

往山頭一帶，捉了一名土豪；16日，殺土豪的一頭豬，與二百左右群眾分

食；17日，分發土豪的穀子和財物cl。紅軍部隊先抄土豪的家，再把部分財

物分給百姓，以激發他們的革命熱情，這是「打土豪」的典型方式。需要注意

的是，地主的財物一般有二種分法：一為「搶奪式」，二為「平分式」。在紅軍

初到的地區，一般採用「搶奪式」，即號召百姓到地主家任意搶取，如此可營

造出集體狂歡的氛圍，從而鼓舞圍觀者加入；對已經控制的地區，一般採用

「平分式」，即組織糧食委員會或分穀委員會，統計糧食總量與人口總數， 

然後平分。「搶奪式」能發動群眾，但老弱幼小者不易搶到財物。因而在提 

高革命成效的同時為兼顧公平，中共曾指示：鄉間政權比較穩定的地方應 

採取平分方式，「但開始也應指定一二家土豪穀子任群眾搶奪，以影響群眾 

起來」cm。

紅軍下鄉，並不是每次都能捉到土豪，很多人都提前逃跑了。但由於土

豪的房屋還在，因此便可「貼條子」罰款。何謂「貼條子」？陳毅對此有過詳細

解釋。1929年9月，陳毅向中央報告稱，對土豪的籌款方式，捉住的可以對其

房屋進行定價贖買，跑掉的就「貼條子」，即估量豪紳房屋的價額，貼一張罰

款的單子，限定交款日期，「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威」。土豪為免房

屋被毀，多數能主動交款。陳毅稱這種方法很有效，「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

方法來解決」cn。紅四軍軍委委員熊壽祺也稱，紅軍每到一處便「貼滿條子」，

要土豪拿錢來，「否則焚屋殺人」co。1931年，紅十二軍政治部也規定：「地主

走了貼條子威嚇，罰款能得多少就要多少。」cp張南生「打土豪」期間即在三天

時間裏貼條子二十餘張，計劃收款3,000多元，當時實收款360多元。張預

計，工作結束「能收二千元左右」。1月18日，張率連隊轉移到江西南坑、中

保等地，到月底，約十天的時間裏，又貼條子三十餘張，計劃收款6,500元，

實收款2,200元cq。不難看出，即便土豪逃跑，「貼條子」的方法確實能弄到可

觀的錢財。

「貼條子」實際上是以房產為質押，逼迫土豪交錢，但也有些人寧願房屋

被毀，也不願交款，像張南生就沒有完全收到條子上列明的數額。實際上，

就籌款而言，捉到土豪本人或其家屬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性命在紅軍手

上，土豪交錢無疑會更積極。張的記述表明，綁架土豪，勒索家屬，確實比

「貼條子」更有成效。1931年1月30日，張的連隊開往江西田螺，「當即調查了

幾個土豪，沒收了一些東西」；31日，捉了兩個土豪，沒收了兩頭牛，開了群

眾大會，發了百餘斤肉。2月2日，到排崗宿營，「住了土豪的房子，房子頗闊

氣」；26日，到達桐江，「下午即派人到丹溪打土豪」；27日，到石田「貼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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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七、八張」。這一個月中，雖然沒收了幾家土豪的財產，也貼了條子，但總

體上收穫並不很大。3月9日，張率隊轉往丹溪；13日，「天沒有亮就起身到

川頭和水口，待天亮時即包圍並捉了土豪數名」，「早飯畢，又到案上捉土豪

二十多名」；14日，「復出發捉土豪數名」，「大小土豪約捉了三分之二」。兩三

日之內，總計捉土豪近百人，如此一來收穫便相當之大。到了15日，有土豪

代表來商談，其後交款，「午飯後放了土豪五十六名」；16日，又有土豪代表

來接頭，張整天都在處理贖買事宜，忙得「一天沒有一點空」；19日，「所有的

土豪一概講好後釋放」，共收款5,150元，得馬五匹cr。短短三四天，因綁架

土豪得力，一個連隊就弄到五千多元，勝過之前一個多月的收入。可見捉人

質的籌款效率明顯要比「貼條子」高。

需要指出的是，部隊分散下鄉後，所打的並不一定都是土豪，有時也會

滋擾到一般百姓。1928年1月，紅四軍制訂的「六項注意」（還門板，捆鋪草，

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不打人、罵人），其實就是針對部隊第一次分

散下鄉的「亂打」教訓cs。熊壽祺曾含蓄地提及，在起初階段，部隊分散後下

鄉「打土豪」，「往往弄些亂子出來」ct。張南生的描述更顯露，他在日記中直

斥「一連的士兵紀律非常不好」dk。總體上看，紅軍早期的紀律似不應被高

估。雖然中共很早就提出「六項注意」，但那是正在追逐的理想，並不是已經

實現的目標。除紀律因素外，紅軍亂打土豪，也與中共本身對「土豪」的定義

不清有關。到底擁有多少財物才算是土豪？中共並沒有給出一個清晰的界

定。在中共革命過程中，「土豪」一詞沒有嚴格的定義，其覆蓋的範圍非常寬

廣，只要稍有財產者都可以被視為「土豪」。如此一來，就容易導致軍隊下鄉

後「自由發揮」——見有家財者，便給一頂「土豪」的帽子，進而就開始「打」。

這當然就很容易「傷及無辜」。事實上，中共所打的「土豪」，有很多都只是一

般百姓。1932年10月，江西省南廣縣委就批評稱，有地方武裝以「打土豪」為

名，「向群眾三元五元派款」dl。1933年4月，江西省委也批評稱，有些軍隊

亂打「土豪」，侵犯工農利益，造成「赤白對立」dm。

紅軍抄土豪家也有一些特別的方法，並不是簡單地亂拿一通。有的豪紳

逃跑時，為輕裝便行，會挖地窖掩埋財物，對此，革命軍就總結出一套「尋

寶」經驗：若是挖窖掩埋，「有時用一盆水傾在房內，某處的水先浸沒，則有

查知該處土質鬆疏」，挖下去便多有收穫dn。彭德懷回憶「打土豪」的經驗，發

現挖窖的收穫很大，「地主一窖常埋幾百、幾千元，甚至萬元」do。

紅軍初來時，有些地主未能逃離，為避禍，便藏財不露，扮作貧下中

農，裝出貧困潦倒的樣子，試圖蒙混過關。針對這種情況，鼓勵百姓檢舉揭

發便是一個很好的方式。陳毅即曾談到，按百分比獎勵報告土豪窩藏處者，

能使百姓踴躍前來幫助dp。湘贛蘇區規定，「對首先舉發的人，應給以名譽上

或物質上的獎勵」dq。在檢舉者中，曾在地主家做工的人尤能發揮作用，因為

他們最清楚豪紳的家底。據彭德懷回憶，在江西，「土豪穿的很壞」，看起來

「實在不像土豪」，起先還「放了一批」。但經調查後，尤其是通過熟人檢舉，

就發現那些人家中其實藏着頗為可觀的財富，後來，「地主家屬背來一袋一袋

的銀元」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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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對於被舉報的地主，若其堅持不承認藏有財物，工作人員又一時查不出

來，那麼，突擊審訊便是最後的手段。湘贛蘇區規定，確定某家為地主後，

須追究一切藏匿財物。審訊時，對於地主的家裏人，「必須分別訊問，不要弄

到一塊」，不如實招供者，「應以嚇詐的手段，弄得他張惶失措，而供起出

來」；與此同時，還應組織突擊檢查隊，「利用晚上到地主富農家裏房邊偵察，

窺破其行動，如有可疑之點，即突然檢查（特別注意他們晚上埋窖挖窖）」ds。

應該說，嚇詐、檢查，還都屬於比較「友善」的手段，就實際情形而言，上刑、

拷打、驅逐乃至直接殺戮都曾普遍發生dt。例如，在湘贛邊界，1928年10月

的第二次邊界代表大會不僅決議「厲行赤色恐怖」，應「毫不顧惜的殺戮地主豪

紳及其走狗」，而且還專門成立「赤殺隊」，「以五人或七人為一隊，實行黑夜

間游擊，造成鄉村中的赤色恐怖」ek。閩西特委在1929年11月報告稱，在 

閩西，龍岩、永定兩縣革委會成立後，「日日都有幾十土豪反動份子被農民捆

送到前來，致縣政府臨時監守所常有人滿之患」。據不完全統計，僅龍岩、 

上杭、永定三縣，就殺土豪「總在四五百人以上」。「現在赤色鄉村中的土豪殺

的殺，跑的跑，雖然不敢說完全肅清，然大部肅清是可以說的」el。無可諱

言，中共對待土豪相當殘酷。

以上的諸種手段主要是針對蘇區內的土豪。其實，「打土豪」不僅有對內

的一面，即包圍起來「甕中捉鱉」；也有對外的一面，即組織游擊隊到白區偷

襲綁架，將捉來的土豪明碼標價，進而勒索其家屬，威嚇他們攜款贖人。此

種行為俗稱「越界吊羊」。據傳「吊羊」之法是井岡山綠林頭目袁文才和王佐傳

授給毛澤東的em。當蘇區內的土豪幾乎被殺光打盡時，「吊羊」日漸成為「打土

豪」的主要方式。但此種打法最困難的問題在於找中間人，若沒有中間人，即

便綁架了土豪，也無法完成「以款贖人」的交易，尤其當國民黨對蘇區封鎖日

趨嚴密時，被綁架者的家屬其實很難攜款進入蘇區。

1934年1月，閩浙贛軍區司令員方志敏報告稱，閩浙贛蘇區各縣捉了很多

土豪，但因缺乏中間人，贖買交易難以達成，故所籌款項不多，除江西上饒

外，都沒有完成籌款計劃en。到後來，各蘇區都積壓了大量被抓來的土豪，

中共非但難以將他們賣掉，反還得供應他們吃喝，平白消耗蘇區的糧食。土

豪堆積，成了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如湘贛蘇區就因土豪太多，糧食又很匱

乏，所以每天只給他們吃兩頓稀飯；後來為節約糧食，又屢次清理，規定對

那些「不但無錢送來而且消耗很多經費」的土豪，「應速即限期清理，開釋出

去，以減少伙食用費」eo。當時放出去的大都是聲名不顯的小土豪，一般是

「二百元罰款以下而無顯著的反動罪惡的」ep。而那些聲名顯著的土豪，或是

處決，或是繼續關押，一般不會輕易釋放。江西蘇區甚至規定對大豪紳，即

便繳款，仍須殺之eq。

為完成交易，中共一直在尋求辦法打通與中間人的關係。1933年7月，

湘贛軍區指示各游擊隊，捉到白區土豪後，應設法找中間人。若敵人阻止其

親屬攜款來贖，可以「有計劃的派游擊隊去接土豪代表等土豪款子」；為便於

籌款，「一家捉幾個的，應釋放一個回去找款」；若土豪寫信找款，可派游擊隊

為之寄送等。「總之，應想盡一切方法使土豪繳款」er。若土豪本人或家屬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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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不繳款，「即殺一二個威嚇其他土豪，並可將他的頭與罪狀送到白區

去」es。可以說，中共為了能從土豪身上弄出錢財，幾乎窮盡了一切辦法。

需要指出的是，與蘇區內「打土豪」一樣，越界「吊」來的也不全是「羊」，

游擊隊到白區後，不分青紅皂白的亂打現象很多，這也是造成所謂「赤白對

立」的重要原因et。亂打一方面是因為地方部隊紀律性差，另一方面也與蘇區

糧食匱乏有關。例如，1931年5月，張國燾報告鄂豫皖蘇區情況時稱，「特蘇

政府、軍委、軍隊和黨部窮的要命」fk。另一負責人沈澤民也稱，在皖西，特

委機關人員每天只能吃兩頓稀飯，而下面的縣和蘇維埃情況更壞，「有的竟斷

炊」fl，如麻城境內有五六千人沒飯吃，黃安城區一帶的居民，甚至連糠粑都

沒得吃fm。在飢餓的驅使下，紅軍不得不向外尋找糧食，而一旦到了白區，

就出現飢不擇食的情況。張國燾報告，為解決糧食問題，「紅軍到了白色區，

赤區農民就去運輸糧食，有些運輸隊，甚至紅軍到了那裏，他不管是農民的

是地主的，甚麼東西拿了就走，形成赤白對立的現象」fn。中共雖然多次強調

不應傷害普通百姓的利益，但在飢餓壓迫下，基本上是「槍桿子裏出糧食」。

比之於鄉村的土豪，中共對待城市裏的巨商態度有很大不同。總體上，

在鄉村，不論何處，基本上是採取殺雞取卵式的「打土豪」之法，與地主沒有

甚麼妥協或道理可言。但在城市，中共就比較克制，對待富商的財產，不像

在鄉村那樣全部掠去，而是按比例徵收。1930年，熊壽祺曾報告紅四軍徵收

商人財產的原則：資本在2,000元以下的不徵收；2,000元以上的按累進比例

收：如3,000元的徵30元；4,000元的除徵30元外，再徵收4,000元資本的1%， 

即40元，合計收70元；5,000元的除徵70元外，再徵收5,000元資本的1%，

即50元，合計120元。其他以此類推fo。

應該說，中共對城市商人是比較寬容的，對沒收財產尤為謹慎。1928年

11月，紅四軍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明確規定：「紅軍必須宣布具體城市政綱，力

改前次無限制沒收軍需品的政策。」fp1929年7月，閩西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再

次強調對商人的保護政策，稱「對反動商人寧可殺人、罰款，不可沒收商

店」，萬不得已時，要做好宣傳工作，使沒收獲得多數人同情fq。陳毅對此政

策有過解釋，稱原因有四：第一，沒收大商店會影響小商人，因為他們與大

商店有經濟往來；第二，沒收來的東西零碎不整，不好分配，紅軍得不着實

際利益；第三，沒收商店容易引起民眾恐慌，進而影響紅軍籌款；第四，沒

收商店的風聲傳出去之後，會導致鄰近城市對紅軍產生誤解與敵意。所以「對

反動商店主張特別罰款」，而不是直接沒收fr。

陳毅的解釋很周全，但不是很清晰。若稍作分析就會發現，中共區別對

待城市富人與農村富人，關鍵原因其實在於二者的財產性質不同。商人的財

富主要是貨幣和商品，流動性較強；而且商人的活動影響着整個城市的日常

供給，若是像「打土豪」一樣消滅城市商人，則全城經濟崩潰，城市百姓無法

生存。反觀農村中的地主，他們的財富主要是糧食、土地等不動產，對這些

東西的徵收，並不影響其他農民的生存；甚至洗劫地主家的糧食，瓜分其土

地，除了可以作為軍需補給外，周邊的人還能從中分一杯羹，所以多數人都

對沒收土豪財產熱烈擁護。由於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須依賴商人的販賣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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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因此，他們對持續性的經濟破壞就不會很支持。一如中共所說，在城市搞沒

收政策，不容易得到多數人的同情。

除去人心向背外，從實際籌款角度考慮，罰款政策也要好於赤裸裸的沒

收。關鍵原因在於，商人的財富以資本為主，地主的財富以實物為主，在財

產轉移方面，商人遠遠比地主便捷。地主跑了，但房屋、糧食、土地還在，

紅軍仍能有所獲；商人一旦攜帶資本逃離，所留下的東西就很有限了，即如

陳毅所言，沒收來的東西很零碎，得不着實際利益。熊壽祺也有類似的看

法，稱若沒收小商店，不僅得到的東西不值錢，而且會引起市民恐慌，政治

上大受影響。閩西龍岩赤衞隊曾沒收過一次商店，結果全市驚恐，到處傳說

紅軍搶劫；彭德懷的紅五軍佔領廣東南雄時，南雄游擊隊也曾沒收過兩家商

店，結果「至今商人害怕」，「也同樣傳說五軍在南雄搶了兩家」。因此決定，

「非惡極罪大的商店，為群眾所厭惡的，群眾都要沒收的之外」，其他的一概

不沒收fs。

比較中共城市政策與鄉村政策的差異，或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打土

豪」的內因與外緣。革命政策的實施，固然有理念指引的一面，但環境的誘導

與限制，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三　土豪有盡，革命不止

中共為籌集糧食，發明了一系列「打土豪」的辦法，就效果而言，蘇區內

的土豪，幾乎無人逃脫；鄰近蘇區的土豪，也被「吊羊」政策弄得戰戰兢兢。

所以總體上看，「打土豪」不可謂不成功。但另一方面，無論是當時的言說，

還是革命者多年後的回憶，關於紅軍生活的記述基本上都是如何艱辛備至、

如何飢寒交迫等等。由此不難推斷，「打土豪」並未能提供充足的糧食。當

然，「憶苦」在某種程度上暗含着構建革命軍形象的用意，因而不免有「故意」

說的成份，但無論如何，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隨着革命的推進，「打土

豪」的弊端日益凸顯，革命黨人遇到了幾乎無法突破的瓶頸。

「打土豪」作為軍隊籌集糧食的方式，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穩定，容易造成

飢飽不均。革命者回憶紅軍時期的生活，傾向於強調艱苦奮鬥、食不果腹的

一面，但實際上，革命生活也並不全是在吃草根、啃樹皮，尤其在起始階

段，當土豪還比較多，又容易打的時候，紅軍也曾一度過上富裕的日子。如

前文所述，「平江起義」時，部隊攻下萬載縣，戰士個個頭纏布匹，戴禮帽，

穿馬褂，分得大量錢財，便是一個顯例。此外，1930年2月，紅五軍第五縱

隊因「打土豪」成績出眾，一時間也是衣食無憂。據報告稱，「經濟近來比較充

裕，士兵生活不苦，每月可發4塊作零用，伙食仍然每天一角五分，現在除發

零用外及半月伙食外，尚有現洋12,000元」ft。此前不久，江西省委也報告，

地方武裝因「吊羊」所得頗豐，故飲食充分，每月經濟開支15,000元，經費並

不難籌gk。檢閱1930年代初的革命文件，諸如此類的報告不在少數。可見就

「打土豪」的經濟供給模式而言，紅軍確曾有「暴富」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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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依賴「打土豪」雖然能「暴富」一時，但此種衣食無憂的生活很

難持續，畢竟土豪不是天天都能打得到。革命者記憶中的困苦生活，大都就

是打不到土豪時的情形。革命軍的「苦樂無常」在海陸豐蘇區表現得最為典

型。1927年11月，海陸豐剛暴動時，因「打土豪」大發橫財，向中共東江特委

送去金子和現銀二萬餘元之多，且「每三、四天至少又有一萬元之解來」gl。

此外，當地部隊也大發軍餉，「兵士每人一元，官長三、四、五元不等」，此

外，「每人都有一套新軍衣，氈亦收買得數百張」，因此之故，「士兵精神比前

大好」gm。但不久土豪打完，又加之革命失敗，無力向外界「吊羊」，至1928年 

10月，地區所屬的紅軍二、四師便面臨着嚴重經濟問題，據報告稱，「伙食及

工作費，無從籌措，財政之困難，實為空前未有」gn。到1929年3月，情形更

為悲慘，紅軍給養的唯一辦法，「只有晚上盜取農民番薯充飢」go。後來為解

決給養，甚至還販賣過婦女，此事被廣東省委嚴厲批評gp。海陸豐地區的遭

遇，其實是個很好的縮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率領的江西紅軍也大都

有過此種「暴富暴貧」的經歷。

如果說革命前期，紅軍還能偶爾發財，那麼到了後期，此種「暴富」的機

會無疑是愈來愈少。總覽相關史料，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到革命後期土豪愈

來愈難打。1929年8月，湘贛特委書記鄧乾元報告稱，黨政軍各項費用全靠

「打土豪」，屢次搜刮後，「赤色割據之內當然無土豪可打了」gq。1932年1月，

湘贛省委也報告稱，在過去，「各縣的經濟來源是專靠打土豪」，「現在各縣的

土豪打完了」，只能向外「吊羊」gr。但問題是，蘇區內的土豪打光後，向外圍

「吊羊」也愈來愈不容易。據伍修權回憶，1933年夏天，他在福建汀州工作，

派游擊隊去白區「打土豪」，希望能籌點款。去了三次，除了自己維持生活的

少量經費外，「別的就提供不出甚麼來，不能有大的作為」gs。

不難看出，依賴「打土豪」的模式，一方面導致軍需供給方面強烈的不穩

定，另一方面，此種竭澤而漁的打法也難以持久。雖然很多革命者都曾有過

殺豬吃肉的愉快回憶，但基本上都是在革命前期；大吃大喝完以後，生活便

迅速跌入谷底。曾在贛東北負責財政工作的謝文清回憶，剛開始革命時，因

為有土豪可打，經濟很樂觀，後來土豪打光了，就一天天困難起來gt。其他

參加革命者也都有類似記憶，大都認為革命剛開始那兩年，生活最好，「到處

打土豪，殺土豪的豬吃」，但不久就轉入了艱苦階段hk。雖然將土豪的財物無

償分發給農民，能夠激發他們參與革命的熱情，但一哄而上的瓜分舉動，其

實也迅速消耗掉社會財富，為日後的困境埋下禍根。比如，將地主家的雞鴨

豬羊殺光宰盡，召集群眾共享，一時間固然人人酒足飯飽，但此種「慶功式的

宴會」，無疑是有些鋪張浪費，其實極不利於革命的持久戰。若為長遠考慮，

「深挖洞，廣積糧」，細水長流，或許才是上策。就蘇區全域來看，戰爭消耗

及國民黨的封鎖，固然是革命先富後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就中共自身而

言，此種「狂歡式」的吃喝，無疑加速了貧困的到來。

此外，持續的「打土豪」政策，其實也不利於蘇區經濟。最關鍵的原因

是，在「打土豪」的過程中，有產者紛紛逃離；留下的百姓因為害怕被劃為富

農，生產活動嚴重受挫。1932年4月，福建蘇區就指出，一方面，過去亂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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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另一方面，農民也不去努力提高生產，因害怕與富農有牽扯，過去的養

雞、養鴨、養豬等副業，都棄之不顧hl。同年5月，江西蘇區也報告稱，因為

財政的唯一來源就是「打土豪」，沒有稅收及發展經濟的政策，所以打完真正

的土豪後，為籌集糧食，便難免侵犯中農甚至貧農，到後來便生發出「有錢多

的就是富農」的解釋hm。不難發現，「打土豪」一方面摧毀了原本的經濟秩序，

致使生產陷入混亂；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產生出一種導向，即將有產者置於

「革命的對立面」，這種將「富裕」與「反革命」相連的傾向，無疑從根本上削弱

了人們「生產致富」的熱情。

四　餘論

經過一輪又一輪的革命洗禮，土豪本身的境況已非常慘淡。1930年7月，

江西省委特派員劉作撫報告，贛西南一帶的吉安、贛州等城市被孤立，鄉村

四野被赤色政權佔據，糧食運不到城市，逃避到城裏的土豪劣紳常有使自己

的老婆女兒賣淫度日hn。10月間，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也有類似的觀察，

他看到革命區域內「地主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日益破產，城市的商店，沒有

農民上街，閉門的閉門，搬走的搬走」，在此衰敗的情況下，逃亡地主的生活

也頗為淒苦。據其觀察，「吉安，贛州突然增加了幾十萬土劣，土劣的妻女，

以前威風凜凜的，現在大半在吉安贛州當娼妓，土劣則挑水做工」，有些地主

在城市無法謀生計，不得已只能跑回來向蘇維埃自首，「願意將所有家產拿出

來，請蘇維埃不殺就是」ho。不難看出，經過革命的洗禮之後，先前社會財富

的主要擁有者，已近乎傾家蕩產，其處境與貧下中農無異，有一些甚至還不

如貧下中農。1933年11月，毛澤東在江西長岡鄉做調查，發現「過去把富農

田地、山林、房屋、耕牛、農具一概沒收了，只分了些壞田、破屋給他們，

沒有分山。現富農耕牛、農具需向人租。富農的現款過去『罰』的也有，現在

『罰』的也有，無所謂捐。現在富農家況比僱農差」hp。

此外，儘管土豪已傾家蕩產，境遇淒涼，但持續的革命並未輕易放過他

們。中共在紅軍時代的政策並不限於打擊與削弱地主，而是要完全消滅，使

其不復存在。1934年1月，毛澤東談到制裁剝削份子的政策，稱「第一件是拒

絕他們於政權之外」；「第二件，是剝奪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

的自由」；「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與革命法庭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hq。可以

說，在蘇區內，地主土豪基本上沒有活路。土豪的財產被剝奪完畢後，各種

勞役又加諸其身。同年5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博古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

出：「為着革命戰爭的需要，一切的負擔主要是加在地主富農的身上，應該對

他們實行強迫勞動，強迫他們幫助紅軍家屬耕田，強迫他們擔負各種勞役！」hr 

江西蘇區後來便將地主土豪「編入永久的勞役隊」，沒收全部家產，並將其家

屬驅逐出境hs。湘贛蘇區也執行了類似的政策。據湘贛省委報告，命令一下

達，「群眾就自動的驅逐起來」，部分地區的黨組織非常激進，在驅逐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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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把十六歲以上卅歲以下豪紳家屬的壯丁無論男女都殺掉了」，引起極

大的恐慌ht。

遭受如此重創，土豪對革命的仇恨自然是無以復加。曾任湘贛蘇區常委

的張啟龍就回憶，驅逐出去的土豪及家屬對中共政權和紅軍的安全危害極大，

稱「這些人被驅逐到白區以後，就參加國民黨軍隊，帶領地主武裝和國民黨的

部隊來打我們。他們地形、路線很熟。而且大多是青年，一出去反動得很，

對我們很兇，使我們吃虧不小」ik。客觀上講，土豪對革命者之所以兇狠，是

因為革命者先對他們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打擊。中央蘇區後來汲取了驅逐地主

豪紳的教訓，為防止他們出走後再回來報仇，便把他們集中扣押起來勞教。

中央蘇區政治保衞局曾要求：「一切被沒收之地主豪紳除老弱的和婦女小孩之

外」，對於「所有之壯年」，地方黨應「會同政府發動群眾，將他一律扣押起來，

組成勞役隊，押到群眾最好和不易登山的地方」，用群眾監視他們，「嚴防他登

山作土匪」il。可以說，蘇區時代地主豪紳遭受的打擊是空前殘酷。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土豪都任由中共宰割，尤其是1930年之前，蘇區內

勢力較大的豪紳為圖自保，通常聯結為盟，共同對抗紅軍。在起初階段，有

一些「土圍子」的戰鬥力很強，紅軍很難攻破。1931年7月第三次「反圍剿」勝

利之後，中共曾專門展開過一輪拔「土圍子」運動，集中軍事力量着力殲滅、

清除蘇區內的豪紳武裝，如同年10月，紅四軍就要求收集攻打土圍炮樓的經

驗，編為教材，用來指導作戰im。經過這一輪打擊之後，豪紳力量基本被摧

毀殆盡。可以說，雖然他們有過一些反抗，但總體上看，能躲過紅色革命者

的打擊仍舊很少。

「打土豪」曾是革命最為激動人心的口號，也確實為革命提供了最初的動

力。但隨着革命推進，其弊端也日益顯現。總體上看，此種困境是結構性

的，不論動員如何熱烈激昂，「打土豪」的技術手段如何細膩豐富，都難以從

根本上緩解紅軍的財源枯竭問題。可以斷言，依賴「打土豪」的糧食籌集模

式，無法為革命提供持續的動力。後來中共轉向稅收建設，就與土豪已山窮

水盡有關in。此外，「打土豪」實際上暗藏着一種貶低財富的價值觀念，這也

挫敗着蘇區百姓的勞動積極性。從某種程度上講，紅軍根據地經濟的崩潰，

與過度「打土豪」不無關係。過往論者，只見「打土豪」的益處，不見其弊端與

限制，本文詳細清理「打土豪」的過程與結果，意在還它一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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